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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服务功能动态演变及驱动因素

吕明轩１，张　 红２，∗，贺桂珍３，４，张霄羽２，刘　 勇１

１ 山西大学黄土高原研究所，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２ 山西大学环境与资源学院， 太原　 ０３０００６

３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４ 中国科学院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研究其水源涵养服务功能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采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量化黄河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水源涵养服务功能，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服务功能空间分布模式，
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服务功能的驱动因素。 结果表明：（１）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为

１７４．８６３９ 亿 ｍ３—３７８．４５３８ 亿 ｍ３，多年平均水源涵养量 ２６５．０４７５ 亿 ｍ３，其中草地与林地多年平均水源涵养量分别占黄河全流域

水源涵养总量的 ５２．９４％和 ２４．２７％。 全流域水源涵养量呈现上下游地区较高，中游地区较低的分布格局。 （２）全局莫兰指数为

０．８７５，表明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服务在空间上呈现聚集分布，以低⁃低聚集与高⁃高聚集为主。 （３）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不同地类平均水

源涵养能力排序：灌木林＞有林地＞高覆盖草地＞其他林地＞中覆盖草地＞低覆盖草地＞旱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水田＞水域。
（４）降水量是影响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降水量与土地利用间交互作用对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服务功能空

间分异解释力显著增强。 研究结果可为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管理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黄河流域；水源涵养；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空间自相关；地理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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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Ｍｏｒ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ｔａｋｅｎ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ＤＰ ｉ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ＶＥＳＴ ｍｏｄｅｌ；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黄河横跨我国三大地理阶梯，构成了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 随着人类活动干扰不断增强，加之生态本底

脆弱［１］，水土流失［２］、水资源短缺［３］、土壤侵蚀严重［４］等生态问题日趋受到学界的关注，推动黄河流域的高质

量发展已成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 ２０２１ 年 １０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标志着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纲要指出要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生

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加强黄河流域水源涵养生态服务功能的保护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１ 日正式实施也开启了黄河依法保护的新篇章，明确要求对九曲黄河实现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位

一体协同治理，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鉴于此，开展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服务功能定量

评估及驱动因素探究对实现黄河流域水资源、水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水源涵养作为生态系统水量调节服务功能的核心［５］，具有调节地表径流、影响养分循环、增加可用水资

源等多项功能［６］，具有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水源涵养服务功能评价是实现黄河流域水资源有效管理的重

要需求。 由于水源涵养具有复杂性与动态性［５］，因此准确评估黄河流域长时间序列时空尺度的水源涵养服

务功能及识别影响其变化的关键因素仍是当下研究的难点与重点。 目前对水源涵养服务功能的评估基本通

过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ＳＷＡＴ 模型、元胞自动机模型等计算得出的水源涵养量来量化实现［７］，其中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凭借

可视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数据量少、输入简单、评估结果精确等优点，成为目前评估水源涵养服务功能应用

最广泛的模型之一。 国内外学者已将其用于评估森林［８］、流域［９—１１］、丘陵［１２］、河谷［１３］、生态保护区［１４—１５］的水

源涵养服务功能。 目前，对水源涵养变化驱动机制研究大多采用相关性分析［１６］、聚类分析［１７］ 等传统方法，从
地理分异角度并考虑空间异质性与多因子交互作用的水源涵养变化定量归因研究较少。 对黄河流域水源涵

养相关研究回溯发现，虽有部分学者对黄河全流域及部分子流域产水服务与水源涵养服务进行研究［１８—２１］，但
总体研究时间尺度相对较短，长时间序列细致分析黄河全流域水源涵养服务功能演变规律相对较少。

鉴于此，本文以黄河流域为研究区，以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气象、土壤、土地利用等数据为数据源，运用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量化近 ４０ 年来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服务功能，使用空间自相关分析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服务功能空间分布

模式，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服务功能变化进行归因分析，以期揭示黄河流域水源涵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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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时空演变特征，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参考。

１　 研究区概况

黄河流域地处 ３２°—４２° Ｎ，９６°—１１９° Ｅ，全长 ５４６４ ｋｍ，发源于巴颜喀拉山脉，途径九省汇入渤海［２２］

（图 １）。 黄河上、中、下游分别以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河口镇、河南省郑州市桃花峪为界。 黄河流域地势悬

殊、西高东低，跨越三大阶梯、四个地貌单元、三个温度带，气候类型自西向东包含高原山地气候、温带大陆性

气候、温带季风气候。 上游地区以兰州为分界点，其上主要为亚寒带，气候高原寒冷，冰川地貌发达，以下主要

包含中温带，平均海拔 ３０００ ｍ 以上，最高峰超 ４０００ ｍ，河道曲折，上游流域多分布湖泊、沼泽、草地，水流稳定

河水清，土地覆被以草地为主，主要地貌包含祁连山、宁夏平原、河套平原，河湖湿地众多，是重要的水源补给

地；中游地区主要受中温带与暖温带的控制，由土壤侵蚀严重的黄土地貌组成，河流多经高山峡谷，水流湍急，
坡度大，流经黄土高原、汾渭平原，携带大量泥沙，水土流失严重，为根治水害的关键河段；下游地区以暖温带

为主体［２３］，主要地貌为滨海平原区，海拔较低，泥沙长期淤积形成“地上悬河”。 黄河流域主要土地利用类型

为草地［１８］。 黄河流域年均降水量约 ４８０ ｍｍ，总体呈现为由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２２，２４］。

图 １　 黄河流域所处位置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２　 数据与方法

２．１　 数据来源

本文流域数据、土地利用数据、高程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
ｃｎ ／ ），于 ＡｒｃＧＩＳ 掩膜提取获得。 气象数据集来源于中国气象数据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ｍｉｃ．ｃｎ ／ ）中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

研究区域各站点月值数据，经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中的克里金插值得气温与降水数据，以 ５ 年为时间节点，通过彭曼

公式计算潜在蒸散发数据。 土壤数据于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的 １∶１００ 万土壤数据库获取，在 ＡｒｃＧＩＳ 中获

取相应土壤属性栅格数据。 数据说明和来源详见表 １。
模型其余变量包括植物蒸散系数（ Ｋｃ ）、最大根系深度（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ｏｏｔ ｄｅｐｔｈ ）、流速系数（ Ｖ ）、经参考他

人研究成果获得［２５—２６］；季节常数（ Ｚ 参数）经参考他人研究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确定为 ３．６［１８］，模型所需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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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可利用含水率（ＰＡＷＣ）数据计算参考相关文献［２６］。
将以上数据转换为统一的投影坐标系，空间分辨率为 １ ｋｍ。

表 １　 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ｓ

数据名称
Ｄａｔａ ｎａｍｅ

数据来源
Ｄａｔａ ｓｏｕｒｃｅ

时间分辨率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空间分辨率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流域边界
Ｗａｔｅｒｓｈ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 １ ｋｍ 分辨率

土地利用数据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ｄａｔａ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以 ５ 年为时间
节点

１ ｋｍ 分辨率

高程数据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 ／ ） — １ ｋｍ 分辨率

气象数据
Ｍｅｔｅｏ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中国气象数据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ｎｍｉｃ．ｃｎ ／ ）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以 ５ 年为时间

节点
１ ｋｍ 分辨率

土壤数据 Ｓｏｉｌ ｄａｔａ 寒区旱区科学数据中心的 １∶１００ 万土壤数据库获取 — １ ｋｍ 分辨率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ｏｆｆｓ）是对生态系统服务提供量化和价值

评估功能的平台［２７］。 本文通过产水模块估算黄河流域产水量并与地形、土壤物理性质和流速结合进行校正

得研究区栅格尺度水源涵养量，方程式如下：

ＷＣ ＝ ｍｉｎ １，２４９
Ｖ

æ

è
ç

ö

ø
÷ × ｍｉｎ １，０．９

× ＴＩ
３

æ

è
ç

ö

ø
÷ × ｍｉｎ １， Ｋｓ

３００
æ

è
ç

ö

ø
÷ × Ｙ （１）

ＴＩ ＝ ｌｇ
Ｄａｒｅａ

ｓｏｉｌｄｅｐ × Ｐｓｌｏｐｅ
（２）

Ｋｓ ＝ ６０．９６ × １０（ －０．６＋０．０１２６Ｓ－０．００６４Ｃ） （３）
式中， ＷＣ、Ｙ、ＴＩ、Ｄａｒｅａ、ｓｏｉｌｄｅｐ、Ｐｓｌｏｐｅ、Ｋｓ、Ｖ、Ｓ、Ｃ 分别表示单位面积水源涵养量（ｍｍ）、产水量（ｍｍ）、地形指数、
集水区栅格数、土层深度（ｍｍ）、百分比坡度（ｍｍ）、土壤饱和导水率（ｃｍ ／ ｄ）、流速系数、砂粒、粘粒含量（％）。
产水量详细算法参考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官方用户手册。
２．２．２　 空间自相关

空间自相关是通过计算某一位置方差与邻近位置方差的关系来判断其间是否存在相互依赖性的地统计

学方法［２８］。 本文用 Ｍｏｒａｎ′ｓ Ｉ 来反映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变化的空间关联与差异，公式如下：

Ｉ ＝
ｎ∑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ｘｉ － 􀭰ｘ）（ｘ ｊ － 􀭰ｘ）

∑
ｎ

ｉ ＝ １
∑

ｎ

ｊ ＝ １
ｗ ｉｊ∑

ｎ

ｉ ＝ １
（ｘｉ － 􀭰ｘ） ２

（４）

式中， Ｉ 为全局莫兰指数，取值为［－１，１］，正值表示空间聚集，负值表示空间分散，０ 表示空间上随机分布； ｎ
为观测总数； Ｗｉｊ 为空间权重，若斑块 ｉ 与 ｊ 相邻，则 Ｗｉｊ 为 １，否则为 ０。
２．２．３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一种探测空间分异性及定量揭示其背后驱动因素的统计学方法［２９］。 本文主要采用地理探

测器模型中的因子探测器与交互探测器来分析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 因子探测器探测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２９］，而交互作用探测器用于分析两自变量间的交互作用，即两因子共同作用的联

合效应是否会增加或减少对因变量的解释力，或对因变量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３０］。 解释程度的强弱通过 ｑ
值度量［３１］，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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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 １ －
∑

Ｌ

ｈ ＝ １
Ｎｈ σ２

ｈ

Ｎ σ２ （５）

式中， ｑ 的取值范围为［０，１］，值越大，表明该因子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越强； ｈ ＝ １，２，…， Ｌ 为变量的分层； Ｎｈ、
Ｎ、σ２、σ２

ｈ 分别为层 ｈ 的单元数、总单元数、总方差、层 ｈ 的方差。
本研究以黄河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水源涵养量为因变量，选取降水、蒸散发、高程（ＤＥＭ）、坡度、土地利用

５ 个驱动力因子运用地理探测器进行影响因子探究。 鉴于地理探测器模型对输入变量的离散要求［２９］，将降

水、蒸散发、高程（ＤＥＭ）、坡度按 ＡｒｃＧＩＳ 内置自然间断法［３２］（Ｎａｔｕｒａｌ Ｂｒｅａｋ）重分类为 ６ 类，该方法以数据固有

属性进行聚类，增加组间方差，减少组内方差，为一种连续型自变量常用的离散化处理方法［３３］。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时空分布特征

本文参考已有研究［１８］及模拟计算，最终将季节常数 Ｚ 值确定为 ３．６，得到多年黄河流域平均产水体积为

６２６．０８×１０８ ｍ３，与《黄河水资源公报》公布的 １９５６—２０００ 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６３８．３７×１０８ ｍ３ 相比误差最小，表
明模型运算结果较为可靠。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平均水源涵养能力为 ３３．３３９３ ｍｍ，水源涵养量为 ２６５．０４７５×１０８ ｍ３，水源涵养量

变化趋势与产水量变化一致（图 ２），年际涵养总量波动较大，波动幅度分别为 ５７．６８％、－３５．８０％、－２３．６６％、
７５．１３％、－１７．９５％、－２７．２２％ 和 ４７．８１％，整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 ２０２０ 年水源涵养能力较 １９８０ 年上升了

１９．１４５７ ｍｍ，水源涵养量增加 １５２．２０８６ 亿 ｍ３。 ２０２０ 年水源涵养量为历年峰值，相较 ２０１５ 年增加了 ４７．８１％；
２０００ 年水源涵养量较 １９９５ 年减小 ３５．８０％，为历年最低值（图 ３）。

图 ２　 黄河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产水与水源涵养

Ｆｉｇ．２　 Ｗａｔｅｒ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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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黄河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水源涵养能力时间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ｉｍ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２０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各年水源涵养量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致性，在空间尺度上表现为西南、东南高西

图 ４　 黄河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水源涵养量空间分布

Ｆｉｇ．４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ｕ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２０

北低的格局（图 ４），这一格局与杨洁等人［１８］研究黄河流域产水量时空分布格局一致，表明其空间分布的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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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上游地区包括黄河源头区到青藏高原峡谷区与草甸区以及洛河峡谷为高水源涵养分布区，低值区域主要

集中于“几”字湾西北部，最低值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地处库布齐沙漠，降水偏低，植被稀少。 １９８０—
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上游与中下游地区对整体水源涵养贡献度变化幅度不大，流域东部贡献幅度整体表现出先

升后降再升的态势。 ２０００ 年后，渭河与汾河下游涵养值有所下降与该区城镇化水平提高，植被减少有关［３４］。
３．２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水源涵养量

土地利用分布情况会影响区域内气候、降水、土壤蓄水能力进而影响黄河流域不同地类水源涵养情况。

图 ５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各地类水源涵养能力

　 Ｆｉｇ．５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２０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水源涵养量可反映不同地

类的水源涵养能力，单位面积水源涵养量越大表示水源

涵养能力越强。 植被丰富的地区水源涵养能力相对较

高，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灌木林水源涵养能力最

强，为 ７１．６６６１ ｍｍ，其次为有林地，其年均单位面积水

源涵养量为 ６５．６９８８ ｍｍ，尽管灌木林与有林地蒸散作

用较强，但林冠层截流降水保护了土壤结构，枯枝落叶

层会加强对水分的吸收，故水源涵养能力较强；建设用

地与未利用地集中的地区水源涵养能力相对较弱，分别

为 １６．３６８５ ｍｍ 与 １２．１３０８ ｍｍ，主要原因为建设用地无

植被截留降水，降水不易吸收，故水源涵养能力较弱。
黄河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不同地类平均水源涵养能力排

序：灌木林＞有林地＞高覆盖草地＞其他林地＞中覆盖草

地＞低覆盖草地＞旱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水田＞水
域（图 ５）。

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水源涵养总量不仅与其水源

涵养能力有关，也与其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有很大关系。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广泛分布着各种覆被类型

的草地，总占地面积 ３８２９０４ ｋｍ２，水源涵养能力为１２２．６５３ ｍｍ，水源涵养量为 １４５． ３４２５ 亿 ｍ３，贡献度为

５２．９４％；林地占总面积的 ３８．３４％，水源涵养能力为１７９．９５４１ｍｍ，水源涵养量为 ６６．６３ 亿 ｍ３，贡献度为 ２４．２７％
（表 ２）。 草地与林地为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的主要贡献地类。

表 ２　 黄河流域年均地类面积与水源涵养

Ｔａｂｌｅ ２　 Ａｎｎｕａｌ ｌａｎｄ ｔｙｐ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水田

Ｐａｄｄｙ ｆｉｅｌｄ
旱地

Ｄｒｙ ｌａｎｄ
有林地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灌木林

Ｓｈｒｕｂｂｅｒｙ
其他林地

Ｏｔｈｅｒ
ｆｏｒｅｓｔ ｌａｎｄ

高覆
盖草地

Ｈｉｇｈ ｃｏ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中覆
盖草地
Ｍｅｄｉｕｍ
ｃｏ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低覆
盖草地
Ｌｏｗ
ｃｏｖｅｒ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水域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建设用地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未利用地
Ｕｎｕｓｅｄ
ｌａｎｄ

面积 Ａｒｅａ ／ ｋｍ２ ６９００ ２０７９３９ ３５９５７ ４８２１４ １９８５８ ７８７２６ １７５４４７ １２８７３１ １４１７０ ２０８６０ ７１７０３

单位面积水源涵养量
（水源涵养能力）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 ｍｍ

６．１５３６ ２４．０３４３ ６５．６９８８ ７１．６６６１ ４２．５８９２ ５９．９０５８ ３７．２５９４ ２５．４８７８ ０．３８０３ １６．３６８５ １２．１３０８

水源涵养总量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ｍｅ ／
（×１０８ ｍ３）

０．４２４６ ４９．９７６５ ２３．６２３５ ３４．５５３４ ８．４５７２ ４７．１６１５ ６５．３７０４ ３２．８１０６ ０．０５３９ ３．４１４５ ８．６９８１

３．３　 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空间相关性

黄河流域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水源涵养量的全局 Ｍｏｒａｎ′ｓ Ｉ 值分别为 ０．８４１、０．８１３、０．８４９、０．８１４、０．８５６、０．８２６、
０．８１４、０．８２８，Ｐ 值均小于 ０．００１，且均通过了置信水平 ９５％检验，表明多年来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服务在空间分

布上存在一定的空间依赖性及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以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类型为主，即水源涵养量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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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与较高区靠拢，而水源涵养量低值区与较低区相邻（图 ６）。

图 ６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空间分异特征示意图

Ｆｉｇ．６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２０

纵观 ４０ 年来“高⁃高”聚集型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东南部与西南部，与水源涵养量高值分布区一致

（图 ４）。 “低⁃低”聚集型主要分布在“几”字湾北部，地处库布齐沙漠，水源涵养能力弱，叠加降水量低、蒸散

量高的缘故，故而呈“低⁃低”聚集分布。 “低⁃高”与“高⁃低”聚集类型所占比例均较小。
３．４　 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影响因子的地理探测

本文选取降水、蒸散发、高程、坡度、土地利用 ５ 个驱动因素，对不同年份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进行了地理

探测。 基于因子探测的结果表明：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５ 个驱动因子对黄河流域水源涵养变化的解释力均通过显

著性检验（ Ｐ ＜０．０５）且对水源涵养量的解释力存在差异性，从大到小依次为降水、蒸散发、高程、土地利用类

型、坡度。 降水 ｑ 值最高、蒸散发 ｑ 值次之（表 ３），二者是决定水源涵养空间变化分异的主导因素。 土地利用

类型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流域内各地的水源涵养能力，且其因子解释力随着年份变化波动增强，但影响力

不及降水，坡度对水源涵养的影响力最弱。
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驱动因子间的交互作用对水源涵养量的解释力均强于任何单一因素的影响

（图 ７）。 近四十年来（以 ２０２０ 年为例，其余年份类似），降水与土地利用类型间的耦合对水源涵养的解释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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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其对水源涵养空间分布的解释力为土地利用类型单因子的 ３．９３ 倍；其次为降水与高程间的交互作用，表
明在同一高程下，由于降水量不同导致水源涵养量表现差异，主要表现为黄河流域中部地区南北水源涵养空

间分布差异巨大。 鉴于降水对水源涵养能力影响最为显著，导致降水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解释力均大于其

余因子间的交互作用。 降水与土地利用类型间的交互作用为高程与土地利用类型间交互作用的 １．４９ 倍，即
在同一土地利用类型下，降水对水源涵养量的影响要显著强于海拔。

表 ３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各类因子对水源涵养能力空间分布的解释力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ａｔｅｒ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２０

年份
Ｙｅａｒ

降水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蒸散发
Ｅｖａｐｏｔｒａｎｓｐｉｒａｔｉｏｎ

高程
Ｅｌｅｖａｔｉｏｎ

坡度
Ｓｌｏｐｅ

土地利用类型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ｔｙｐｅ

１９８０ ０．４７２ ０．３０８ ０．２４７ ０．０７２ ０．１４６

１９９０ ０．５２４ ０．１５８ ０．１３３ ０．０４２ ０．１２９

１９９５ ０．５２４ ０．３５２ ０．３４２ ０．０６２ ０．１２２

２０００ ０．３９８ ０．２３８ ０．２２９ ０．０７５ ０．１７３

２００５ ０．５４７ ０．４５３ ０．４２６ ０．１０１ ０．１５２

２０１０ ０．４１０ ０．３９１ ０．３２７ ０．１１２ ０．１９７

２０１５ ０．３８９ ０．４１４ ０．２８５ ０．０９１ ０．１６７

２０２０ ０．４８８ ０．２２８ ０．２１７ ０．０９７ ０．１９３

图 ７　 黄河流域 ２０２０ 年各类因子交互解释力

Ｆｉｇ．７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ｅｌｌｏｗ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２０２０

４　 讨论

本研究显示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服务功能时空分异特征明显。 从时间尺度上看，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

水源涵养量呈现明显波动增加态势，呈现 ２ 个波谷 ３ 个波峰，谷值出现在 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１５ 年，峰值分别出现在

１９９０ 年、２００５ 年与 ２０２０ 年，这与以往黄河流域的相关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方露露等［３５］ 研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

间黄河流域产水服务表明产水量最大值出现在 ２００３ 年，而本文峰值出现在 ２００５ 年，些许差别可能由于本文

时间选取以 ５ 年为间隔导致。 从空间尺度来看，黄河流域水源涵养服务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并呈现明显空间异

质性，且不同时期水源涵养服务空间分异格局变化较小，整体表现具有一定规律性，水源涵养服务较高区域主

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东南部与西南部，较低区域主要集中表现在流域西北部沙漠。 此空间分布格局与杨洁

等［１８］关于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间黄河流域产水量的研究结果一致。 故而在制定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政策时，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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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注意强化水源涵养高值区，另一方面可针对低值区重点修复，以期实现黄河流域水源涵养能力整体提升。
降水和蒸散发是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变化的重要指标。 降水量变化对水源涵养量变化趋势具有明显的

直接影响［３６—３９］，本文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也显示降水量对水源涵养量的解释力最高。 根据水量平衡原理，水
源涵养量直接受制于降水与蒸散量间的平衡［１５］。 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也显示蒸散量对水源涵养量的解释能

力仅次于降水。 黄河流域源头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部，地属高原山地气候，流经湟水谷底，又因地势作用，多降

雨，故水源涵养量高；流域中上游地处西北干旱区，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如“几”字湾西北部鄂尔多斯高原的库

布齐沙漠，蒸散量远远大于降水量，降水稀少，蒸散量高，故流域西北部水源涵养量值最低；而流域东部，属温

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降雨充沛，故而同为水源涵养量高值区。 再次表明水源涵养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气候

变化。 这一点与江西东江源［１４］、三江源［１５］、黑龙江省［３２］、海南岛［４０］等地区的研究结论一致。
除了气候变化外，土地利用类型对水源涵养能力的影响过程更为复杂［３２］，下垫面严重变化会导致有效拦

截降水、调节径流、净化水质、调节生态等功能降低，从而导致水源涵养能力下降［７］。 林地与草地在黄河流域

水源涵养服务功能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其覆盖面积大、林冠层截流降水保护土壤结构［４１］，枯枝落叶层加强

了对水分的吸收而水源涵养能力强。 建设用地因其一般覆盖混凝土、水泥与沥青等不透水层，导致水分渗透

减少而水源涵养能力低下［８］。 ２０２０ 年黄河下游三角洲地区水源涵养量较高，部分原因归功于近几年实施的

湿地生态恢复工程［４２］。 本文地理探测器分析结果也指出降水与土地利用类型的交互作用对水源涵养的解释

力最强，ｑ 值达到了 ０．７５９８。 因此，当地政府应将水源涵养服务功能的保护与建设生态林地紧密结合，同时严

格贯彻落实退耕还林还草政策以维持水源涵养服务功能的稳定，构建九曲黄河健康水生态。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产水模块虽为量化水源涵养提供了良好的动态评估结果，但该模块未将地形因素考虑在内，

未能贴切反映复杂下垫面环境下的水量平衡过程，故而存在某些不确定性［１５］。 此外，模型中输入的最大根系

深度、植被蒸散系数等均参考他人研究成果获得，可能会对模型精度存在一定影响。 未来应加强对参数本地

化的研究，同时对影响因子的选取层面应对人口、ＧＤＰ 等社会经济因子加以考虑。

５　 结论

本文基于 ＩｎＶＥＳＴ 模型产水量模块及相关系数校正模拟量化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水源涵养能力，采用

空间自相关分析流域水源涵养服务功能空间分布模式，并运用地理探测器分析降水、蒸散发、高程、坡度、土地

利用类型 ５ 个驱动力因子对研究区水源涵养空间分布影响。 研究结论如下：
（１）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为 １７４．８６３９ 亿 ｍ３—３７８．４５３８ 亿 ｍ３，多年平均水源涵养量为 ２６５．

０４７５ 亿 ｍ３，呈现上下游地区较高，中游地区较低分布格局。
（２）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黄河流域不同地类平均水源涵养能力排序：灌木林＞有林地＞高覆盖草地＞其他林地＞

中覆盖草地＞低覆盖草地＞旱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水田＞水域。
（３）黄河流域多年平均水源涵养量在空间分布上具有空间依赖性及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呈现聚集分布

且以低⁃低聚集与高⁃高聚集为主。
（４）降水量是影响黄河流域水源涵养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降水量与土地利用类型的交互作用最为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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